
 

 

公共数据开放的新质生产力效应
−基于企业数字创新的视角

李荣华，王娇娇，张    磊
（河南师范大学 商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0）

摘　要：加快公共数据开放是数据要素赋能企业数字创新进而加速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途

径。文章将数据要素融入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中，系统阐释了公共数据开放影响企业数字创新的机

制，并以我国城市设立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为准自然实验，运用渐进双重差分方法检验了公共数据开

放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共数据开放能显著提升企业数字创新产出水平，这一效应

通过强化创新基础支撑、提升创新意愿和增强创新动力的一体化逻辑实现；异质性分析显示，公共

数据开放对规模较小、行业技术复杂度较低、行业竞争程度较高以及数字经济政策供给强度较低地

区的企业数字创新促进效应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共数据开放的整体质量与平台建设质量

在促进企业数字创新中发挥主要作用，而数据开放质量与政策保障力度的作用尚未凸显。文章的研

究为推进公共数据高质量开放、有效释放公共数据要素的创新红利效应以及加快新质生产力建设

提供了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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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的地位日益凸显，成为经济转型、创新发展与社会

治理的新动力（刘涛雄等，2024）。公共数据是海量数据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显著的公共品属

性，对各类数据要素开发利用具有基础性、示范性作用（方锦程等，2023）。然而，由于意愿不

足、机制建设滞后，在一段时间内，国内公共数据处于“沉睡”状态，难以发挥其蕴含的巨大经济

社会价值。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公共数据开发利用，连续发布一系列政策文件。2015年 8月，
国务院发布《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提出“稳步推动公共数据资源开放”，这标志着公共数

据开放上升为国家战略。2024 年 10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公共数

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意见》，提出“有效扩大公共数据供给，提高公共数据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

益”，这是中央层面首次对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进行系统部署，为新阶段高质量推进公共数据

开发利用提供了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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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发挥数据的基础资

源作用和创新引擎作用，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数字经济。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

显著特征，数字创新作为大国重塑创新格局的前沿领域，构成新质生产力建设的关键内容。数

字时代，数据是科研活动的重要要素，正从底层驱动创新范式变革（江小涓等，2024）。数据要素

具有可再生性和规模效益倍增效应以及正外部性，有助于降低企业成本，提升生产效率，从而推

动数字创新（徐翔等，2021）。特别是数据与其他要素的高效融合，对以创新为核心要义的新质

生产力建设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戚聿东和徐凯歌，2023；蒋永穆和薛蔚然，2024）。

梳理文献发现，随着对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认识的不断深化，公共数据开放的研究从图

书与情报分析领域快速拓展至经济学领域，研究方法也从定性规范分析转向定量识别。早期研

究主要聚焦于公共数据开放的制度框架建设和多元影响因素（Zuiderwijk 和 Janssen，2014）。鉴

于公共数据有效利用具有巨大的价值潜力（Zhao 和 Fan，2021），有文献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开展

了实证分析（Jetzek 等，2019）。在宏观层面，公共数据开放能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方锦程等，

2023），提升城市创业活力（蔡运坤等，2024）。在微观层面，公共数据开放成为资本跨区域流动

（蓝发钦等，2024）、企业有效投资提振（王海等，2024）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彭远怀，2023）的重

要动力。

部分文献开始关注公共数据开放的创新效应，但往往将不同类型的创新视为一个整体（陈

艳利和蒋琪，2024），忽略了传统创新与数字创新之间的差异。近期虽已有文献注意到这一区别

（郑浦阳，2024），但仍未能充分考虑省域大空间尺度下不同城市在公共数据开放方面的差异，从

而影响了效应评估的精细程度。数字创新是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特征，也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

有效途径，与数据要素的创新配置密切相关（佟家栋和张千，2024）。探究公共数据开放如何赋

能企业数字创新，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数据要素创新驱动作用的认识，也是探寻加快新质生产力

建设路径的现实需求。为此，本文在构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采用 2007—2021 年中国 A 股非金

融上市公司的数据，将地级市公共数据平台开放视为准自然实验，运用渐进双重差分方法，识别

了公共数据开放的数字创新效应。研究发现，公共数据开放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创新，这一

效应通过强化创新基础支撑、提升创新意愿和增强创新动力的一体化逻辑实现，且效应大小因

企业规模、行业技术与竞争特征以及地方数字经济政策强度的不同而呈现异质性；此外，公共

数据开放的整体质量和平台建设质量能够促进企业数字创新，而数据开放质量和政策保障力度

的作用尚未凸显。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聚焦数字中国背景下在新质生产力建设中发挥独特作

用的数字创新，将公共数据开放所释放的数据要素纳入内生增长理论模型中，阐释了公共数据

要素投入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动态关系，为理解公共数据开放所产生的数字创新效应提供了简明

严谨的数理框架。第二，本文遵循数理分析与经验识别相互贯通的思路，基于强化创新基础支

撑、提升创新意愿和增强创新动力的链式逻辑，明确了公共数据开放影响企业数字创新的路

径，拓展了数据要素价值创造的生成逻辑链条和创新红利释放的研究视野。第三，本文结合企

业规模、行业技术与竞争环境、数字经济政策供给强度等异质性特征以及公共数据平台的质量

特征，将经验证据拓展至企业—行业—地区三重层面和公共数据开放的质量维度，从而丰富了公

共数据开放的数字创新效应的评估视角。这为进一步完善公共数据开放制度，提高公共数据开

放质量，实现数字创新红利，从而加快新质生产力建设提供了更具针对性和精细化的政策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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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度背景与典型事实

自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率先发起开放数据行动以来，公共数据开放浪潮席卷全球，但各国

际组织和国家在实施重点上存在差异。进入 21世纪后，伴随信息经济、数字政务和数字经济的

蓬勃发展，我国相关实践从早期的信息资源开发利用逐步拓展到数据要素深度开发，从政务信

息公开深化为公共数据开放共享，这一演进过程充分体现了政策制定者对数据要素和公共数据

价值认知的持续深化。

公共数据类型丰富，蕴藏巨大的经济社会价值。然而，《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3）》显
示，2023 年我国数据生产总量达 32.85ZB（泽字节），但仅有 2.9% 的数据被存储，且存储数据中

约 40%在一年内未被读取或复用，数据利用率非常低。数据要素作用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数据的可得性、流通性和利用程度。作为国家重要的基础性战略资源，公共数据的开放利用

具有示范引领作用。

在国内实践中，公共数据开放正加速从战略理念转化为具体实践，地方政府积极建设公共

数据开放平台。根据《数据流通利用研究报告（2024）》，截至 2023年底，我国城市级公共数据开

放平台已达 226个，开放数据集增至 34万个。参与公共数据开放的城市数量持续增加，数据供

给规模不断扩大。公共数据平台开放为加快构建数据基础设施、推动公共数据开放政策落地和

促进数字创新提供了重要支撑。

本文基于相关数据绘制了公共数据开放平台数量与数字创新产出的变化趋势图。①结果显

示，两者呈正向关联，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与实证层面深入评估公共数据开放与企业数字创新之

间的因果关系及作用机制。

三、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一）理论模型

公共数据开放强化了数据要素的核心地位，革新了传统生产函数并催生了创新的“新组

合”。作为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生产要素，数据要素主要依托数据生产力驱动，推动企业内部

结构、运营模式、管理策略和资源配置的深度变革（Ciampi等，2021；任保平和郭晗，2024），从而

衍生出“新模式”，即企业创新的过程。为从理论上阐释公共数据开放与企业数字创新的内在联

系，本文在 De Ridder（2021）以及唐要家等（2022）的理论基础上，将公共数据要素纳入企业创新

决策行为的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中。

1. 消费者。假设经济中的消费者是同质的，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U =
w ∞

0
exp(−ρt) lnCtdt （1）

Ct ρ其中， 表示消费者每期的消费， 表示消费者的时间偏好。

2. 总产出。生产部门由所有的在位企业构成，总产出可定义为：

Y = exp
w 1

0
ln(
∑

i∈I j

qi jyi j)d j （2）

Y yi j i j

Y =C I j

qi j i(i ∈ I j)

其中， 表示总产出， 表示企业 生产的中间产品 的数量。假设最终总产出都能实现完全消

耗，即不存在积压，即 。对于持有中间产品专利的制造商 ，由其进行所拥有的专利产品的

生产，产品质量由 表示，其直接影响企业 生产的每一单位产品对总消费的贡献。假设拥

  2025 年第 10 期

 ① 受篇幅限制，文中未报告具体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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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pi j/qi j

有生产产品 专利的企业之间进行伯特兰德竞争，产品由提供最低质量调整价格的企业生产，均

衡状态下其价格为 。

i j

li j fi j

si j ∈ [0,1]

3. 公共数据资本投入与企业生产函数。企业 在生产产品 时使用两种投入，有形投入为劳

动力 ，公共数据资本 ①被视为无形投入。而数字技术等无形投入的使用能使公司减少生产额

外单位产出所需的劳动力， 表示增加公共数据资本投入使边际成本降低的幅度。企业

的生产函数可表示为：

yi j = li j/si j （3）

i j mci j = si jω ω其中，企业 生产产品 的边际成本 ， 表示工资率。

φi

φi

si jω

劳动力与公共数据资本的结合对产出产生特殊影响：一方面，企业在开发利用公共数据资

本时，其效率存在显著差异，企业特有的成本参数 决定了数字资本投入带来的边际成本下降

幅度，且随着公共数据资本投入的增加， 会逐步降低；另一方面，在分析竞争对手的边际成本

和制定定价策略时，企业通常已经预先投入了公共数据资本，使得公共数据资源转化为沉没成

本，从而影响其决策行为。基于此，当边际成本为 时，企业公共数据资本支出的表达式为：

f (si j,φi) = ωφi(s−ϑi j −1) （4）

si j ∈ [0,1]

φi > 0 f (1,φi) = 0 limsi jt→0 f (si jt,φi) =∞
ϑ

式（4）在 区间内呈现凸性递减特征，这意味着企业需要通过增加公共数据资本支

出来降低产品边际成本。式（4）还满足在 条件下递增，且 ， 。

为曲率参数，其取值大于 0。

fi j

ω

si j fi j

pi j

4. 最优定价与公共数据资本投入。企业运用公共数据资本优化生产决策的过程如下：首

先，企业对公共数据进行清洗、挖掘和分析，核心目标是评估公共数据资本的合理投入水平 ，

即判断应采取低于行业基准边际成本 的策略推进生产，还是通过追加数据资本投入来降低边

际成本；其次，企业选择 并支付相应的公共数据资本 ；最后，密切追踪竞争对手的成本动态，

据此调整定价策略 并确定每种产品的生产需求量。本文将采用逆向归纳法对此展开深入分析。

pi j
∗ −i ∈ Ĩ j s−i jqi j/q−i j > si j pi j

∗ = mc−i j̃qi j/q−i j̃

pi j
∗ = mci j

在价格制定过程中，鉴于企业间成本的异质性，市场领导者通常将定价锚定在次优企业的

边际成本水平，而其他竞争者则被动遵循自身边际成本进行定价。这一机制直接促使市场形成

特定的均衡状态，即形成均衡价格 。当 且 时， ；而在其他情

形下， 。

Ĩ j = I j/ {i} mc/q −ĩ

mc−i j̃ q−i j̃

所有企业 中，质量调整边际成本（ ）位列第二低的企业被定义为次优企业 ，

表示次优企业的边际成本， 表示次优企业的产品质量。

yi j
∗ si j关于公共数据资本投入决策，根据式（4），在产出水平 处，实现成本最小化的 为：

si j
∗ =min

[[
(yi j

∗)−1ϑφi

] 1
ϑ+1 ,1
]

（5）

yi j
∗ = Y/pi j

∗将市场均衡价格和最优产出 代入式（5），整理可得：

si j
∗ =min

(s−i j̃

qi j

q−i j̃

ω

Y
ϑφi)

1
ϑ+1
,1

 （6）

s−i j̃ si j式（6）表明，当其他企业降低 时，企业的最优应对策略是降低自身的 ，并参照次优企业

的边际成本进行决策以调整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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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由于原始的公共数据本身并不具有直接的经济价值，只有经过清洗、挖掘和分析等处理后的公共数据，才能形成具有经济价值的数据

资源并为企业所用，而这一加工转化过程需要相应的资本投入。因此，本文采用“公共数据资本”这一概念，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数据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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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成本最小化的一阶条件、零利润原则和市场需求方程，通过将式（4）代入，可确定质量

调整的临界价格：

pc(φi) =min


[

ω

Y +ωφi

[
(ϑφi)

1
ϑ+1 +φi(ϑφi)

ϑ

ϑ+1

]] ϑ+1
ϑ

Y,ω

 （7）

i

ω

i

5. 企业价格加成。在伯特兰德竞争框架下，占据主导地位的企业 作为唯一投入公共数据资

本的厂商，与仅依赖劳动力投入的其他厂商形成差异化特征，由此可确定其边际成本 ，从而推

导出企业 的最优产品定价：

pi j = ω(qi j/q−i j̃) （8）

mci j = si jω µ根据 和式（8），可计算出企业价格加成 ：

µi j =
pi j−mci j

pi j

= 1− mci j

pi j

= 1− si j

qi j/q−i j̃

（9）

si j µi j式（9）表明，公共数据资本的投入可使企业边际成本 降低，并推动企业价格加成 提升，

这揭示了公共数据资本对增强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作用。

xi xi ⩾ 0 rdx

6. 创新。为维持市场竞争优势，企业通过积极开展研发活动推动技术创新，提升专利产出

水平，提高创新概率 （ ）。为实现这一目标，企业需配置数量为 的研发人员。

rdx(xi,µi) = ηx xi
ϑx
µi
−σ （10）

ηx > 0 ϑx > 1 xi

λi j

其中， ， 。式（10）表明，企业研发人员的配置数量与其创新概率 正相关。将创新企

业的产品质量设为在位企业水平的 倍，即有：

qi j = q−i j̃λi j （11）

qi j/pc(φi) ⩾ q−i j̃/pc(φ−ĩ) i −ĩ λi j

在综合考虑消费者对产品质量与价格双重关注的情况下，实现真正成功的创新需满足以下

条件： 。此时，创新主体 和在位企业 的质量之比 满足：

λi j ⩾ pc(φi)/pc(φ−ĩ) （12）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为获取竞争优势，众多企业积极投入研发创新。这种竞争突出

表现为新进入企业通过研发活动试图抢占市场份额，并可能替代现有的行业参与者。新进入企

业的研发投入成本模型可表示为：

rde(e) = ηeeϑe
（13）

ηe > 0 ϑe > 1 rde

τ(φi) φi

其中， ， 。 表示潜在进入者成功进入市场所需配置的研发人员数量。假定其他企

业的创新努力决定了这种创造性破坏过程的速率 ，则在位企业面临成本参数 时，创造性

破坏速率的具体情况如下：

τ(ϕi) =
∑
ϕh∈φ

Prob(λih ⩾ pc(ϕh)/pc(ϕi))︸                              ︷︷                              ︸
创新成功率

∑
µ

(Mµ(ϕh)xµ(ϕh)+ eG(ϕh))︸                            ︷︷                            ︸
创新努力程度

（14）

φi φh ∈ ϕ
φh

xµ(φh) Mµ(φh)

φh e φh G(φh)

式（14）表明，创造性破坏率主要由创新成功概率和创新努力程度决定。在位企业的竞争优

势体现为创新成功概率，即成本参数为 的在位企业面对不同成本参数 的创新进入者时的

竞争获胜概率。创新努力程度包括两个构成部分：第一，对于成本参数为 的在位企业，其创新

努力水平由这类企业的最优创新率 与其市场份额占比 共同决定；第二，对于成本参

数为 的潜在进入者，其创新努力程度通过进入率 与成本参数为 的进入企业占比 相乘

计算得到。

  2025 年第 10 期

•  54  •



1−H(λ) i

h

创新的不确定性使其服从泊松分布，其累积分布函数以 表示。当在位企业为 且创

新企业为 时，创新发生概率可表示为：

Prob(λih ⩾ pc(φh)/pc(φi)) = H(pc(φh)/pc(φi)) （15）

为确定企业价值最大化所对应的研发支出水平，本文基于 Akcigit和 Kerr（2018）的研究方法

构建企业市场价值函数：

rVt(φi, J̃i)− V̄(φi, J̃i) =max
xi


∑

j∈J̃iπt(φi,λi j)+τ(φi)
[
Vt(φi, J̃i/λi j)−Vt(φi, J̃i)

]
+xiP(φi)Eφi [Vt(φi, J̃i∪+λi j)−Vt(φi, J̃i)]

−ωtηx(xi)
ψxµi

−σ−F(φi,µi)

 （16）

r

Vt(φi, J̃i∪+λi j) i −i h

P(φi)

F(φi,µi)

其中， 为利率，右侧首行汇总了各类特定产品的总量指标，第二行阐释了外部创新对企业潜在

价值提升的预期作用。具体而言， 表示企业 成功从企业 获取产品 时，企业价值

的预期增长幅度，其由企业价值变动量、创新率以及企业能够提供具有充分价格竞争力的质量

调整价格的概率 相乘得到。公式最后一行则扣除了研发成本及恒定的公共数据资本投资

支出 。本文构建了如下的价值函数表达式：

Vt(φi, J̃i) =
∑

j∈J̃i

πt(φi,λi j)[r−g+τ(φi)]
−1 （17）

g φi其中， 表示企业价值函数的增长速率， 呈递减特征。

在位企业的最优创新率为：

xµi (φi) =
[
P(φi)Eφi [

πt(φi,λi j)
r−g+τ(φi)

](ηxψxω)−1

] 1
ψx−1

µi

σ

ψx−1 （18）

类似地，新进入企业的最优创新率为：

e =
[∑

φe∈ϕ
G(φe)P(φe)Eφh

[
π(φe,λe j)

r−g+τ(φe)
](ηeψeω)−1

] 1
ψe−1

（19）

Inno为在位企业与新进入企业的创新率之和，具体形式为：

Inno =

∑[
P(φi)Eφi [

πt(φi,λi j)
r−g+τ(φi)

](ηxψxω)−1

] 1
ψx−1

µi

σ

ψx−1

+

[∑
φe∈ϕG(φe)P(φe)Eφh

[
π(φe,λe j)

r−g+τ(φe)
](ηeψeω)−1

]
1

ψe−1

（20）

π(φ,λ) τ(ϕ) P(φ)

综上分析，公共数据开放通过增强企业数据资源可得性、降低生产边际成本，有助于提升

企业盈利能力 ，降低创造性破坏率 ，并提高创新成功概率 ，从而促进企业数字创

新。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1：公共数据开放能够有效驱动企业数字创新，即产生新质生产力效应。

（二）作用机制的进一步阐述

π(φ,λ)

1. 强化创新基础支撑。首先，增强数据资源获取能力。作为数字时代的新型公共服务，公

共数据开放为企业提供了新的数据获取渠道，有助于提升企业数据资源获取能力，增强其对市

场发展趋势的分析能力，从而优化产品与服务供给结构，提高市场竞争力，增强盈利能力 ，

为数字创新奠定良好基础。其次，降低交易成本。公共数据开放促进了数据流通，有助于减少企

业拓展数据资源空间的相关支出，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蔡运坤等，2024），为企业数字创新提供

关键数据支撑。最后，优化资源配置。公共数据开放有助于破除制约数据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

障碍与数据流通壁垒，降低企业信息搜寻成本，提升创新要素配置效率（李泽宇等，2024），为企

业数字创新提供资源保障。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2：公共数据开放通过强化创新基础支撑促进企

业数字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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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ϕ)

2. 提升创新意愿。首先，营造社会支持氛围。公共数据开放具有显著的政策引领功能，有

助于破除“数据孤岛”，缓解企业因政策支持不明而产生的数字创新投入顾虑，为基于公共数据

挖掘潜在技术需求方向与创新空间提供条件（王晓丹等，2024）。其次，提升地方政府数字关注

度。根据政府注意力配置理论，公共数据开放政策通过正向的政治激励逻辑降低创新过程的不

确定性（李泽宇等，2024），推动企业探索新的市场空间与创新领域，从而降低创造性破坏率

。最后，强化制度建设。公共数据开放情境下，政府实施促进要素流通的机制改革，有助于

减少因制度保障不足而引发的创新风险感知，为在位企业与新进入企业构建数据驱动的创新模

式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从而促进企业数字创新。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3：公共数据开放通过提

升创新意愿促进企业数字创新。

P(φ)

3. 增强创新动力。首先，促进创新人才投入。公共数据开放促进了数据流通与使用，提高

了企业信息搜寻与匹配效率（蔡运坤等，2024）。这有助于弥合区域间数据要素禀赋差距，加速

信息流通与知识共享，从而激励企业扩大创新人才使用规模，促进数字创新。其次，提升研发投

入强度。作为促进要素优化配置的重要机制，公共数据开放增强了企业的政策识别与研判分析

能力，弱化了管理者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倾向所导致的决策失误（李唐等，2020）。这有助于推

动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形成以数据为支撑的动态技术创新模式，从而促进数字创新。最后，加快

企业数字化转型。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精准市场分析、科学管理决策、业务流程优化、售后服

务智能化等数字化转型需求不断涌现，这有助于降低在位企业与新进入企业投入数字创新面临

的市场风险，提高企业数字创新成功概率 。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4：公共数据开放通过增强

创新动力促进企业数字创新。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考虑到不同城市设立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的时间存在差异，本文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法来检验

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patentit= a0+a1Datait+ajControlsit+Company_FE+Year_FE+εit （21）

其中，patentit 表示公司 i 在第 t 年的数字创新产出，Datait 为政策效应观测变量，表示在第 t 年公

司 i 所在城市是否实施公共数据开放政策，a1 为其回归系数（预期为正）。Controls 表示控制变量

集合，主要包括公司与城市层面的变量；Company_FE 和 Year_FE 分别表示公司与年份固定效

应；εit 表示随机误差项。上市公司数据主要来自 CSMAR数据库；企业数字专利数据来自中国国

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库，并依据《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匹配；城市层面数

据主要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本文剔除了财务数据缺失严重、金融类以及 ST、*ST、PT 和

*PT类公司样本。

（二）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企业数字创新（patent）。数字专利涵盖数字技术、信息技术、软件等领域的

创新成果，能够更准确反映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与信息技术应用方面的创新水平。鉴于企业专利

申请量存在较多零值，为规避异常值干扰，本文对数字专利申请量进行加 1后取自然对数处理。

2. 核心解释变量：公共数据开放（Datait）。若在第 t 年公司 i 所在城市已开通公共数据开放

平台，则 Datait 取值为 1，否则为 0。各城市公共数据开放年份通过查询城市数据开放平台确定。

3. 控制变量。参考王竹泉等（2023）的研究，本文主要控制了公司与城市两个层面的变量。

公司层面变量包括资产负债率（lev）、资产结构（pta）、无形资产比重（psa）、审计质量（big4）、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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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流量（cflow）、产权性质（soe）、公司规模（size）以及公司上市年限（age），城市层面变量包括人

均 GDP（rgdp）和第二产业占 GDP的比重（indu）。
4. 描述性统计。为削弱极端值的干扰，本文采用缩尾法，仅对非自然对数形式的控制变量

在 1% 分位两端进行缩尾处理。经筛选，本文最终得到 37 893 个样本。企业数字创新变量的均

值为 0.744，最大值为 8.498，最小值为 0，凸显上市公司数字创新产出的显著差异。①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为检验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即新质生产力效应），本文对式（21）进行了回

归分析，结果见表 1。列（1）未加入控制变量，公共数据开放变量的系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

正；列（2）控制公司与年份固定效应，公共数据开放变量的系数仍显著为正；列（3）加入控制变量

但未控制公司与年份固定效应，公共数据开放变量的系数在 1%的水平显著为正；列（4）加入控

制变量并控制公司与年份固定效应，公共数据开放变量的系数在 5% 的水平显著为正。上述结

果表明，公共数据开放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创新，验证了假设 1。
 
 

表 1    基准回归分析

（1） （2） （3） （4）

patent patent patent patent

Data 0.417*** 0.033*** 0.245*** 0.028**

（29.336） （2.697） （15.827） （2.292）

Constant 0.596*** 0.733*** −3.014*** −0.680***

（83.459） （139.572） （−22.780） （−4.535）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公司与年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N 37 893 37 893 37 893 37 893

R2 0.026 0.805 0.093 0.806

　　注：*、**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t值，下表同。
 

（二）稳健性检验

第一，平行趋势检验。本文以政策当期为基期进行检验，结果显示事前 1 至 5 期的置信区

间均跨越零轴，满足平行趋势假设。第二，替换被解释变量。参考金环和蒋鹏程（2024）的研究，

本文采用数字发明专利申请量作为替代变量。第三，Heckman 两步法。本文将企业数字专利申

请量大于零设为 1，否则为 0，并引入 Probit 模型估计的逆米尔斯比率以纠正样本选择偏误，结

论依然成立。第四，倾向得分匹配。本文选取模型控制变量作为协变量，采用最近邻匹配法，设

定 0.05为卡尺阈值，分别按 1∶2和 1∶3的配比规则匹配，结果与上文一致。第五，排除同期政策

干扰（如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结论依然成立。第六，调整样

本时间窗口与控制行业差异。本文将样本时间窗口调整为 2015—2021 年，并控制行业固定效

应。第七，安慰剂检验。本文通过 500次和 1 000次随机抽样，绘制安慰剂检验中解释变量估计

系数及对应 P 值的核密度分布，结果表明通过了检验。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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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机制分析

1. 强化创新基础支撑。首先是增强数据资源获取能力。参考路征等（2023）的方法，本文采

用数据资产来测度数据资源获取能力，并引入交互项进行机制检验。表 2 列（1）显示，Data×
asset 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在数据资源获取能力较强的企业中，公共数据开放对数字创新的促

进效应更加显著。其次是降低交易成本。参考李卫兵和张星（2023）的研究，本文以销售费用与

管理费用之和除以总资产来衡量交易成本，并引入交互项进行检验。列（2）显示，Data×cost 的
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在交易成本较低的企业中，公共数据开放对数字创新产出的促进效应更加

显著。最后是优化资源配置。本文采用黄群慧等（2019）的方法测算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并引入

交互项进行检验。列（3）显示，Data×resource 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在资源配置效率较高的企业

中，公共数据开放对数字创新产出的促进效应更加显著。上述结果验证了假设 2。
  

表 2    创新基础与创新意愿机制分析

（1） （2） （3） （4） （5） （6）

patent patent patent patent patent patent

Data −1.999*** 0.050*** 0.014 0.005 −0.544 0.004

（−10.594） （3.149） （0.986） （0.306） （−1.543） （0.087）

Data×asset 0.088***

（10.637）

Data×cost −0.268**

（−2.240）

Data×resource 0.048**

（2.040）

Data×enacci 0.014***

（3.400）

Data×attention 0.078*

（1.947）

Data×market 0.007*

（1.847）

Constant −0.090 −0.662*** −0.620*** −0.645*** −0.315 −0.628***

（−0.459） （−4.379） （−3.916） （−4.174） （−1.409） （−4.304）

控制变量、公司与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36 856 37 893 33 089 37 235 35 939 37 013

R2 0.808 0.806 0.809 0.808 0.776 0.780
 

2. 提升创新意愿。首先是增强创业活跃度。参考白俊红等（2022）的研究，本文以每百人新

创企业数来测度创业活跃度，并引入交互项进行机制检验。表 2列（4）显示，Data×enacci 的系数

显著为正，表明在创业活跃度较高地区的企业中，公共数据开放对数字创新的促进效应更加显

著。其次是提升地方政府数字关注度。本文参考张森等（2023）的研究构建地方政府数字关注度

指标，并引入交互项进行检验。列（5）显示，Data×attention 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在地方政府数

字关注度较高地区的企业中，公共数据开放对数字创新的促进效应更加显著。最后是提升制度

建设水平。参考孙伟增等（2023）的研究，本文以樊纲市场化指数中的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

制度环境细分指数来衡量制度建设水平，并引入交互项进行检验。列（6）显示，Data×market 的
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在制度建设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中，公共数据开放对数字创新的促进效应

更加显著。上述结果验证了假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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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增强创新动力。首先是增加创新人才

投入。参考徐玉德和刘晓颖（2023）的研究，

本文以企业研发人员数量的自然对数衡量，

并引入交互项进行机制检验。表 3 列（1）显
示，Data×human 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在创

新人才集聚度较高的企业中，公共数据开放

对数字创新的促进效应更加显著。其次是提

升研发投入强度。参考张叶青等（2021）的研

究，本文以企业研发投入与营业收入之比衡

量，并引入交互项进行检验。列 （ 2）显示，

Data×RD 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在研发投入

强度较高的企业中，公共数据开放对数字创

新的促进效应更加显著。最后是促进企业数

字化转型。参考张文文和景维民（2024）的研

究，本文以国泰安数据库中的数字化转型综

合指数衡量，并引入交互项进行检验。列（3）显示，Data×digital 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在数字化

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中，公共数据开放对数字创新的促进效应更加显著。上述结果验证了假设 4。
（四）异质性分析

1. 企业规模。基于样本企业总资产的年度中位数，本文将样本企业划分为大规模企业和小

规模企业两组进行异质性分析。如表 4列（1）和列（2）所示，公共数据开放对小规模企业数字创

新的影响更加显著，而大规模企业组的回归系数虽为正但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公共数据

开放作为具有普惠性的公共服务，能够提升企业数据可得性与多元性，更有利于降低小规模企

业的数据收集成本，弱化小企业数字创新的阻碍，提升数字创新的可行性。

2. 行业技术属性。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分类》，本文将样本划分为

高新技术企业和非高新技术企业两组进行异质性分析。如表 4列（3）和列（4）所示，公共数据开

放对非高新技术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更加显著，而对高新技术企业的作用不显著。可能的原因

在于：非高新技术企业通常技术与资源相对匮乏，公共数据开放能为其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源，减

少数据不足的禀赋劣势，降低创新门槛，从而促进数字创新。

3. 行业竞争程度。本文采用赫芬达尔指数作为企业所处行业环境的代理变量，按该指数中

位数进行分组检验。如表 4 列（5）和列（6）所示，在行业竞争程度较高的企业组，公共数据开放

对数字创新的促进效应更加显著；而在行业竞争程度较低的企业组，公共数据开放变量的回归

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公共数据开放为企业提供了更广泛全面的数据资源，增

强了企业对经济发展趋势、市场动态以及消费者需求等方面的理解能力，驱动企业为应对激烈

的市场竞争，更快速地调整技术创新布局与研发战略。

4. 数字经济政策供给强度。本文采用 2007—2021年省级政府工作报告中与数字经济相关的

关键词词频作为数字经济政策供给强度的代理变量（陶长琪和丁煜，2022），并按中位数进行分

组检验。如表 4 列（7）和列（8）所示，在数字经济政策供给强度较低的地区，公共数据开放对数

字创新的促进效应更加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在数字经济政策供给强度较低的地区，企业在

数据收集、处理、开发与利用方面的能力相对有限，而公共数据开放能为这些企业提供额外的

数据来源，填补可用数据缺口，为其数字创新提供重要支持。

 

表 3    创新动力机制分析

（1） （2） （3）

patent patent patent

Data 0.015 0.008 −0.003

（1.007） （0.560） （−0.195）

Data×human 0.022***

（6.780）

Data×RD 0.006**

（2.236）

Data×digital 0.043***

（5.804）

Constant −0.331** −0.742*** −0.410***

（−2.372） （−4.945） （−2.834）
控制变量、公司

与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N 36 993 37 893 37 493

R2 0.781 0.806 0.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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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异质性分析

（1）小规模

企业

（2）大规模

企业

（3）非高新

技术企业

（4）高新

技术企业

（5）行业竞争

程度低

（6）行业竞争

程度高

（7）政策供给

强度低

（8）政策供给

强度高

patent patent patent patent patent patent patent patent

Data 0.031* 0.019 0.041*** 0.022 0.003 0.044*** 0.063** 0.001

（1.736） （1.042） （3.044） （1.165） （0.147） （2.627） （2.416） （0.074）

Constant −1.599*** −1.651*** −0.462*** −1.983*** −1.958*** −0.176 −0.565*** −1.017***

（−6.044） （−4.317） （−3.140） （−6.986） （−6.629） （−0.902） （−2.648） （−3.126）
控制变量、公司

与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8 950 18 943 15 808 22 085 18 141 19 752 17 825 20 068

R2 0.800 0.842 0.690 0.807 0.846 0.779 0.811 0.862

Chow检验p值 0.000*** 0.000*** 0.000*** 0.000***
 

六、进一步研究

本文从数据开放整体质量、数据开放质量、平台建设质量与政策保障力度四个方面开展深

入分析。公共数据开放整体质量集中体现城市的公共数据开放程度与水平；开放数据的质量直

接影响企业对公共数据的可信度与可利用度；高质量的平台建设能为企业提供便捷的数据获取

路径与管理服务，降低企业获取所需数据的时间成本，从而支撑基于数据的创新活动；政府对公

共数据开放的支持举措体现了促进公共数据开放的政策导向与行动支持，为企业数字创新营造

良好环境。本文采用开放数林指数（数据来源：https://ifopendata.fudan.edu.cn）的自然对数来衡量

数据开放整体质量（quality），使用数据层指数、平台层指数和准备度指数的自然对数分别反映

数据开放质量（mass）、平台建设质量（plat）和政策保障力度（policy）。
表 5 结果显示，数据开放整体质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提升公共数据开放整体质量能够

促进企业数字创新；数据开放质量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这可能与各地开放数据质量参差不齐

有关；平台建设质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建设质量与企业数字创新正相关；

政策保障力度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这可能与政策保障力度不足有关。因此，公共数据开放后

仍需持续强化政策保障力度，确保公共数据开放平台有效发挥数字基础设施功能，促进数字创新。
 

表 5    公共数据开放整体质量及分维度分析

（1）数据开放整体质量 （2）数据开放质量 （3）平台建设质量 （4）政策保障力度

patent patent patent patent

quality 0.072*

（1.872）

mass 0.022

（0.704）

plat 0.117*

（1.758）

policy 0.038

（1.495）

控制变量、公司与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7 506 6 887 6 831 6 855

R2 0.925 0.927 0.927 0.927
　　注：自2017年起，开放数林指数数据可供分析，而准备度指数自2018年可用，样本区间为2018—2021年，导致样本量较基准回归

有所缩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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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公共数据开放是建设数据基础设施的内在要求，为释放公共数据要素的创新红利提供了动

力。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征，数字创新是数字时代的鲜明标志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

内容。本文以中国城市陆续开通公共数据平台作为政策冲击，基于上市公司数字专利与公共数

据开放的匹配数据，运用理论模型与渐进双重差分方法，分析了公共数据开放对数字创新的影

响效应（即新质生产力效应）。研究发现，公共数据开放能够促进企业数字创新，该结论在多项

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公共数据开放通过强化创新基础支撑、提升创新意愿

和增强创新动力等渠道促进企业数字创新；异质性分析表明，公共数据开放对数字创新的促进

效应因企业规模、行业技术与竞争特征以及地方数字经济政策强度而存在差异；进一步研发发

现，公共数据开放的整体质量和平台建设质量能够促进企业数字创新，而数据开放质量和政策

保障力度的作用尚未显现。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充分发挥公共数据开放强化创新基础、提升创新意愿与增强创新动力的链式功能，

为企业数字创新提供基础支撑。首先，聚焦数据要素开发利用，纵深推进全国统一数据市场建

设，破除“数据孤岛”，夯实数字创新基础支撑。其次，坚持开放与安全并重，构建公共数据开放

横纵向政策协同与工作联动机制，形成支持数字创新的法治供给与政策供给合力，增强企业数

字创新意愿。最后，遵循数字经济时代多主体协作与创新生态系统迭代升级的内在规律，围绕

公共数据资源应用场景，深化政府、企业、学界与社会组织合作，赋能数字经济与新质生产力培育。

第二，聚焦重点，完善公共数据开放的实施机制。首先，健全公共数据开放标准机制。科学

界定公共数据开放范围，建立国家强制性标准与行业技术规范，提升公共数据的可用性与可访

问性。其次，拓展公共数据利用场景。以“数据要素×”活动为载体，引导企业挖掘公共数据与自

有数据的融合应用场景与创新应用。最后，提升公共数据开放质量。明确高质量开放的原则要

求、政策导向和技术规范，以高质量公共数据开放支撑高水平数字创新，加速新质生产力培育。

第三，因地制宜，构建公共数据开放的分类支持政策体系。首先，出台面向小型企业的数据

开放支持政策，缓解数字鸿沟带来的不利影响。其次，立足地区禀赋实施差异化支持政策。坚持

全国统筹，为数字经济政策供给强度较低的地区建设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和服务网络提供专项支

持；对于数字经济政策供给强度较高的地区，聚焦数智化、绿色化等领域的战略性技术创新，打

造公共数据利用的先行示范区。最后，强化协同创新。支持行业协会开展“公共数据+”专题培

训，构建开放、共享、协同的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提升企业数字创新能力，加速新质生产力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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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ffect of
Public Data Opening: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Enterprise Digit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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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e opening of public data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awaken dormant data and promote the
value creation of data elements. Innovation is a prominent featur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Digital
innovation, as a frontier field for major countries to reshape the innovation landscap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is paper incorporates data elements into the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framework to explain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the opening of public data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It takes the successive establishment of
public data opening platforms in cities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and uses the staggered DID method to test
the impact of public data opening on enterprise digital innovatio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ffec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pening of public data significantly promotes enterprise digital innovation. This relation-
ship follows a unified logic of strengthening the basic support for innovation, enhancing the willingness to in-
novate, and strengthening the driving force for innovation, and the effect varies depending on the scale of the
enterprise, the technological and competi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dustry, and the intensity of local digital
economy policies. The overall quality of public data opening and the quality of platform construction can pro-
mote enterprise digital innovation, while the effects of data opening quality and policy guarantee intensity have
not yet been highlighted.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 it incorporates the data elements released by
the opening of public data into the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model, and clarifies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pening of public data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providing a clear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ffect of public data opening. Second, it follows the chain logic of strength-
ening the basic support for innovation, enhancing the willingness to innovate, and strengthening the driving
force for innovation, clarifying the transmission path of public data opening affecting enterprise digital innova-
tion. Third, it expands th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provincial level to the city level and enriches the evalu-
ation dimensions of the digital innovation effect of public data opening, providing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driv-
ing digital innovation and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Key words:  public data opening； enterprise digital innovatio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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